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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政憲，《通訊與社會：日治時期臺灣「警察專用電話」系統的建立

（1895-1945）》。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 年。454 頁。 

曾立維 

一、前言 

吳政憲教授是國內研究日治時期臺灣電力與通訊發展的重要學者，其碩士及博士

論文分別出版為《繁星點點：近代臺灣電燈發展》（1999 年）及《新能源時代：近代

臺灣電力發展（1895-1945）》（2013 年）兩書，本書是繼前兩本著作後，另一關於電

力科技運用的研究成果。1 事實上，電信本身是利用電為媒介來傳遞符號、語言、影

像，用以溝通消息的一種事業，其各種通信工具與系統，既可提供陸上、水上和空中

                            
 本文承蒙一位匿名審查人提出寶貴意見，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3 年 4 月 3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3 年 5 月 30 日。 
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生 
1 吳政憲教授有一篇以日治臺灣電話為主題的文章，但該文主軸以因電話制度引入後，因交換機設

備需要所產生的一項新興女性職業「接線生」的職業史分析為主，而非以當時臺灣電話事業整體

發展，及電話出現在臺灣媒介、通訊發展史中所代表意義和其社會影響為分析主題。吳政憲，〈近

代臺灣資訊社會的電話接線生（1900-1930）──以臺北局為中心的探討〉，《興大歷史學報》，

第 19 期（2007 年 11 月），頁 39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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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又可適用於長途、短途和市內各類通信。因為各項交通事業無不仰賴電信輔助

而完成其運輸任務，而且仰賴的程度往往隨著各項交通事業的進步而日益擴大，所以

電信事業被稱為「交通之交通」。2 吳教授在長年致力於電力發展的研究基礎上，將

本書主題定於電信事業中的電話，特別是與一般研究中較常接觸的郵局電話系統不同

的警用電話系統，其認為臺灣的警用電話因面臨與日本、朝鮮不同的「游擊隊」、「理

蕃」問題，且日本、朝鮮並未出現像臺灣在經費、人事與管理權限一條鞭式的系統，

因而具有特殊性。此外，研究日治時期多肯定其「資本主義的基礎工程」，首重政策

沿革、人事更迭，次為研究主題數據增長、新事物的出現，但缺乏對「基礎工程」技

術效能的關注，甚少將政策、技術與社會結合的研究視野。因此，本書內容一方面強

調「物的設備」警用電話在通訊技術層面的特殊性（簡單科技應用，而非最新科技應

用），另一方面著眼「人的設備」電務工手如何利用其「身體技術」，彌補經費上的缺

失，以達成「物」與「人」的緊密結合，進而透過警察權的建立而影響臺灣社會的歷

史過程。 

二、本書內容 

本書首先將警用電話組織沿革依其業務性質與不同時間的需求，分為初創時期

（1895-1910 年）、理蕃計畫時期（1910-1920 年）、平地擴展時期（1920-1930 年）、

品質升級時期（1930-1937 年），以及戰爭時期（1937-1945 年）等 5 個階段。其中，

就山地與平地警用電話線路長度的分布而言，在「五年理蕃計畫」期間，有 53%的線

路在山地，而日治前期約有 30%的線路在山地。1920 年代以後，平均約有 25%的線

路在山地；若就人口數量分布而言，山地原住民人數約 12 餘萬人，卻建置至少 1/4

的線路，顯見警用電話與理蕃事業的關聯性。 

近代通訊有電話與電報兩個系統，其屬性不同，在日治時期並存相輔，但在時空

環境上，臺灣的警用電話是以解決「游擊隊」、「理蕃」等問題為背景，相對於同時期

的日本或其他國家，這幾乎是臺灣特有的時空條件。對基層警察而言，電話的即時性

                            
2 陳樹人，〈臺灣之電信〉，收入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交通》（臺北：臺灣銀行，1958

年），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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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電報。在時間的急迫性上，也無法等待郵局電話系統的建立來滿足警察機關運作

的資訊需求，故警用電話的獨立運作有其時代的特殊性。從日治初期開始，警用電話

就已經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塑造「資訊不對稱」的落差，游擊隊與原住民無法透

過電話提升對抗警察的訊息工具，警察卻得以用電話形成環狀的包圍圈，在打擊「土

匪」與理蕃事業上取得成效。 

其次，在電話系統的分類上，日治初期脫離郵局系統後，警用電話有自身的資訊

鏈，有獨立組織、預算及人員配置，在臺灣、日本、朝鮮三地中，臺灣的警用電話可

說是獨樹一幟。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僅以平均每年占警務總預算的 1.85%投入警用電

話，但其系統發揮的外部效益與經濟性卻很大；加上警用電話涵蓋地域最廣，確立了

警察權的有效行使，在此基礎上，行政權得以運作，經濟與文化活動賴以進行，警用

電話投資可謂「本小利大」。總之，警用電話成為日治時期最具投資效益的電話應用。

若從現況與章程的交互影響加以觀察，各地警用電話得以發揮效能，在於規程能根據

現況不斷調整，在數量與內容上加深增廣，以符合現況。 

然而，警用電話在技術應用上則表現出不同於一般市場機制、技術商品化中的發

展形態。警用電話系統充分凸顯了「最好的科技」與「最新科技」不一定是同義詞，

能解決當前問題的「簡單的科技」應用，才是「最好的科技」。本書企圖說明警用電

話系統並不是科技新研發，而是應用已知的基本科技元素，以最小的成本與社會現況

結合，以發揮最大的成本效益的顯例。在第三章提到警用電話使用簡單的零組件降低

建置成本，而系統愈簡單，維護難度愈低，成本也愈低，這是以最簡單的設備與技術，

將原本是缺點的部分轉化為優點輸出，發揮電話原始功能的最大強度。而維持這個優

勢，則是靠人力資源管理與電務工手技術的付出。其中，零組件降低建置成本的挑戰

得以完成，是電務工手根據長期實務經驗歸納出「標準化」規格與數據，以接近規格

「安全值」的邊緣運作，展現出在成本與需求間妥協的彈性，希望於價格、品質與耐

用度三者之間取得平衡。由於警用電話建置是在接近零組件「臨界值」的工作條件下

運作，故其優先考量目標由高到低依序為「成本要低」→「能滿足當下即時通訊要求」

→「普及率要高」→「通訊品質要提升」，最後才考慮「永續使用性」。這樣的順序，

與郵局電話系統的要求相倒置。 

如上提及，警用電話的特殊性在於資源不足卻要滿足即時的需求，關鍵在於人與

物的結合，主要仰賴電務工手的「身體技術」。因此，十分重要的一點是，管理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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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何種方式來驅動、激勵其工作效能的發揮，其中薪資是一個重要的誘因。書中提到

薪資高低主要依據工手的技術和工作表現，而技術優異與否與學經歷有相對關係，具

有經驗且技術優良、久任之電話工手之薪資普遍較高；另外，低階升遷較快的制度設

計亦有助於鼓勵初任電話工夫與傭夫之人員。雖然電話工手、電務士被定位為雇員，

在銓敘、指揮層級、退休、撫卹上低於技手（判任官），但每月實際薪資卻不遜於或

過於技手，如日治中期以後資深電務工手之薪資不但高於郵局同工作性質的通信工

手，也高於郵局三等局局長的薪資，因此電務工手的工作特性可說是「低位階、高報

酬」。如此的工作特性，反應在 1902-1944 年間統計的 62 位電務工手中，服務 11 年

以上者有 36%，6 年以上者有 59%，顯示這是一個流動率偏低且相對穩定的技術群體。

事實上，這些電務工手在加入警用電話系統時都有相當的電務工作經驗，平均年齡多

在 30 歲以上，他們不只擁有身體技術，還有豐富的人生閱歷，這在地方與民眾接觸、

互動或進行技術調查時，具有正面的助益。另外，這些電務工手有一個「核心世代」，

多於「五年理蕃計畫」啓動前夕任職警用電話，這個世代持續服務到 1930 年代中後

期，負責實際業務，也傳承經驗，是警用電話系統寶貴的人力資源。 

最後，警用電話如何發揮其實際功用（或社會影響）呢？首先是在理蕃計畫中，

總督府以其有限的資源，在區域的武裝行動中調動全臺電務職員參與警用電話與通電

鐵絲網的架設，形成隘勇線加電話線「雙線合圍」的優勢。這樣高度彈性的運用，得

以毋需在各地編制更多的基層技術人員。而警用電話對理蕃事業最大的貢獻不只在於

提供部隊間的聯繫，更在於降低第一線人員對於原住民在寬廣隘線上神出鬼沒的「集

體心理壓力」，透過電話提供橫向聯繫，解決了第一線獨立據點的孤立感。換言之，

警察權在理蕃事業上的成功，關鍵在於資訊力化解了原本屬於原住民的優勢，日本警

察不僅取得山地的「實體制高點」，也控制了整體的「資訊制高點」。其次，在承平時

期警用電話成為民眾與政府公權力化身的溝通工具，民眾可以「寄附」要求設立派出

所或警用電話，因為對當地治安有正面效益。警察在諸多業務上也透過電話提高效

率，藉此樹立警察在臺灣民眾心中的權威形象，其邊際效果則改變了日治時期對警察

權的想像與書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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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書評論 

在大致說明本書的內容後，接下來對於書中的若干論點及主題，有幾點對日治臺

灣史研究具有開創或值得注意之處： 

（一）提供日治臺灣警政史研究新切入點且兼具有臺灣特殊性。如作者在書中提

到，過去的警政史研究泰半圍繞著「國家與社會」的主軸，像是軍警制度與人員配置

及沿革，或為三段警備制、辨務署的設立、保甲與壯丁團等。然而這些組織與人力的

配置，其調度需要一套快速而穩定的資訊系統方能事半功倍，因此本書即由「技術與

社會」的視角切入。事實上，警用電話線雖是近代通訊系統下的電話項目，但是在總

督府相關的介紹及統計資料中，它都不是被列在通訊部門之內，而是另外標示在警察

部門之內，就連主要引用的雜誌來源都是《臺灣警察時報》，而非通訊類的《臺灣遞

信協會雜誌》。因此在通訊類議題的討論中，警用電話就成為一個被遺忘的課題。本

書利用堅實而充分的史料，讓我們了解近代通訊技術電話如何在總督府對付「匪徒」、

「理蕃」，或平時對警察權建立的重大意義。也因為電話的主要功能是訊息傳播，難

以留下記錄，因此容易被忽視其重要性，這是過去日治警政史研究十分欠缺而未開發

的一部分。 

（二）在日治臺灣媒介史、通訊史的研究上具有開創性。東京大學情報研究所的

吉見俊哉教授在其媒介史研究中指出，大約於 1920 年代有兩種不同的媒介制度逐漸

形成，其一是廣播和電視之類的播送型大眾媒體；其二是傳統電話等交談用的通信媒

介。3 在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報紙、電影與廣播這三種大眾媒介分別扮演相當重要的

角色，即使是研究成果較晚的廣播事業，也陸續有相當不錯的論著出現。4 相對來說，

                            
3 吉見俊哉著，蘇碩斌譯，《媒介文化論：給媒介學習者的 15 講》（臺北：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2009 年），頁 194。 
4 報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李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

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論文，2004 年）；電影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葉龍彥，《日治

時期臺灣電影史》（臺北：玉山社，1998 年）；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臺灣總督

府電影政策之硏究（1895-1942 年）》（臺北：前衛出版社，2002 年）；廣播方面代表性的研究

有呂紹理，〈日治時期臺灣廣播工業與收音機市場的形成，1928-1945〉，《國立政治大學歷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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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通信媒介的電話，或比起電話更早發展，並為當時人們快速傳達信息最重要工具

的電報，仍未有較全面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在這些近代傳播媒介中，電報、電話的

運用又可被歸類於廣義的交通建設中；而交通包括運輸與通訊；前者如鐵路、公路、

海運及航空，後者如電報、電話及郵政。5 事實上，近代通信事業發展與交通建設可

說互為表裡，通信事業不僅擴大人們的生活空間及活動範圍，透過通信網的建立，也

影響社會的發展。臺灣的交通建設著重於運輸工作，並以通信建設輔佐交通。但目前

臺灣的碩、博士論文的研究，普遍著重於各項運輸工具的發展情形，且有相當的研究

成果。至於通信部分，關於郵務方面已有一些碩士論文出現，但關於電報、電話等近

代通訊設施在臺發展情形，及其對臺灣社會的影響，至今仍付諸闕如。6 

本書的出現，對於日治媒介史或通訊史研究皆有相當大的開拓性，雖然其研究主

題是對一般民眾較封閉的警用電話系統，但即如作者所言，史料中關於電訊在運用上

的定義與區別，不只用於警用電話，也適用於日治所有電訊設施，可以讓往後的研究

者避免錯誤解讀而引用。7 事實上，藉由一些專有名詞的解釋，特別是第三章對於材

                                                                       

報》，第 19 期（2002 年 5 月），頁 297-334；何義麟，〈日治時期臺灣廣播事業發展之過程〉，

收入《跨越國境線──近代臺灣去殖民化之歷程》（臺北：稻鄉出版社，2006 年），頁 91-116；

李承機，〈ラジオ放送と植民地臺灣の大眾文化〉，收入貴志俊彦、川島真、孫安石編，《戦争．

ラジオ．記憶》（東京：勉誠，2006 年），頁 134-155。 
5 周憲文，《日據時代臺灣經濟史》（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8 年），頁 268。 
6 張慶隆，〈臺灣縱貫鐵路經營之研究：以「滯貨事件」為中心（1895-1924）〉（臺北：國立政治

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 年）；林淑華，〈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路之研究（1895-1920）

（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 年）；蔡龍保，《推動時代的巨輪：日治

中期的臺灣國有鐵路》（臺北：五南出版公司，2004 年）；蔡龍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

治時期臺灣道路事業之硏究（1895-1945）》（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系，2008 年）；蔡

昇璋，〈日治時期臺灣「特別輸出入港」之研究〉（中壢：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

2007 年）；游智勝，〈日治時期臺灣沿岸「命令航線」（1897-1943）〉（臺北：國立臺灣師範

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年）；曾令毅，〈日治時期臺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

（臺北：私立淡江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年）；陳怡芹，〈日治時期臺灣郵政事業之研

究（1895-1945）〉（中壢：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8 年）；陳郁欣，〈日治前

期臺灣郵政的建立（1895-1924）──以郵務運作為中心〉（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

所碩士論文，2009 年）。另戴寶村教授則有關於日治時期航運的研究，參閱戴寶村，《近代臺灣

海運發展──戎克船到長榮海運》（臺北：玉山社，2000 年）。 
7 如在計算線路長度時，史料中會有「亙長」、「延長」的差別，若以中文來看為「主線」、「延

長線」，在統計書中將兩項分別，數據不同。而延長線的長度包含主線的長度，而非各自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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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規格及技術的說明，都提供今後有意研究此一主題者一個很好的參考依據。 

（三）經由與郵局系統的比較體現警用電話的特色。作者指出日治時期有 4 個電

話系統，但最後只剩下郵局系統及警用系統兩種，並常比較兩者之異同，來體現警用

電話在人事及運作上的特色。例如比較兩種系統的主線／延長線百分比、任兩部電話

的平均距離，得出郵局電話集中都會區，區內節點密度高；警用電話分布最廣，全臺

覆蓋面積大之概念；另經由比較郵局與警用電話主要零組件電桿的規格，得出電務工

手為降低成本，以接近規格「安全值」的邊緣運作之情形；若就聯接網絡的比較，警

用電話與郵局電話系統分別為「階層串聯型」及「網型」，則可用以說明警用電話經

費不足及如何將降低規格設備轉為優點；最後，與郵局通訊從業人員的薪資作比較，

得出同樣是雇員等級的電務工手之薪資比起郵局通信事務員來得高，而這正是管理者

用來驅動、激勵其工作效能的利器。8 

（四）充分利用第一手史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來建立電務工手之服務情形。

在研究技術在臺灣發展時，技術的進展及效果較常為人所探討，但背後技術人員的工

作經歷和實情，及其群體如何和技術互動，卻常為研究者所忽視。本書藉由耙疏《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電務工手的履歷書、醫師診斷書、戶口名簿等，建構出基層技

術者電務工手的工作環境與勞動條件、薪資、服務經歷、故事及人生，這是技術史或

交通史研究中常被忽略，或僅針對少數職位高者探討所不足之處。經由研究電務工手

的工作歷程，得以突顯他們以「身體技術」強化警用電話的妥善率與穩定性，達到

「人」、「物」間密切結合的過程。 

然而，在本書的基礎之上，可以再進行什麼研究主題？或者本書有何不足、疑問

之處呢？首先，本書中關於日本國內警用電話之情形，僅參考吉見俊哉引用石井寬治

的研究，但石井的研究也僅是較為片斷，某些地區明治時期警用電話的發展而已。9 如

作者在書中提到的，日本警用電話是否有跨城市的連接，形成一個全國的電話網則不

                                                                       

故計算線路總長度不宜兩者加總，而是「延長線」即可。吳政憲，《通訊與社會：日治時期臺灣

「警察專用電話」系統的建立（1895-1945）》（臺北：稻鄉出版社，2011 年），頁 35。 
8 吳政憲，《通訊與社會：日治時期臺灣「警察專用電話」系統的建立（1895-1945）》，頁 150-158、

169-171、179-184、195-200。 
9 石井寬治，《情報．通信の社會史：近代日本の情報化と市場化》（東京：有斐閣，1997 年），

頁 15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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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而知。因此，對於日本警用電話於明治維新至 1945 年間較全面性研究資料的參考，

相信更能比較出殖民地臺灣和日本內地間制度的不同。 

第二，就與郵局電話系統的關係來說，兩者皆為總督府運用的資訊平臺，但兩者

是否有政策分工？在書中並未討論。舉例來說，在說明警用電話網絡時，作者指出第

一層總督府警務局無法直接撥電話到第一線的隘寮，直接通話的階數只能從第一層到

第三層（州廳下的郡），同理第五層的隘寮也無法直接撥通到第三層的郡或支廳，此

即為「階層串聯型」的網絡。然而，利用 1936-1937 年以各州廳為單位出版的 6 本《電

話帖》的資料，10 可得出第一層總督府警務局與第二層州（廳）的警務部（警務課）

及第三層郡警察課等機關，幾乎都已裝設電話，11 均包含在以交換機（switching 

system）運作的郵局系統「網型」網絡之中，因此警察部門如何應用或分配這兩套聯

絡系統來達到最大的治理效益，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課題。 

第三，在與郵局電話系統的比較上，作者強調警用電話的地域分布面為 4 個電話

系統中最廣的，但資源不若郵局電話系統豐沛，可說是 4 個系統中「花費最少、效益

最大」的投資。當然，若就總督府統治的角度來說，上述說法確實沒什麼疑問。但若

以整體臺灣居住者的角度來看，即使早期某些地區的警用電話不限於警用，但畢竟能

使用者幾乎多是警察相關人員，是個相當封閉性的系統；相對來說，郵局電話系統在

商業及日常交際活動上為業者與一般民眾所利用，似乎更具有推進臺灣產業發展及資

訊快速交流的重大利益。12  

                            
10 其中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及澎湖廳、花蓮港廳、臺東廳等 5 本都是 1937 年 6 月

的統計結果，而臺北州則是 1936 年 6 月。 
11 在 45 個郡當中，只有大溪郡、豐原郡、能高郡 3 郡是警察課長官舍有電話，但郡警察課沒有；

而竹山郡、鳳山郡、東港郡 3 郡則只有郡役所有電話，並無專門警察課之電話。 
12 關於日治時期郵局電話系統的角色，一方面不宜高估電話的影響力，但也不要低估。若以現在電

話已朝向個人化的角度去看此一數字，1941 年每百戶僅有 2.4 戶有電話，實在是微不足道。然而，

回到日治時期的時代脈絡下，因電話用戶大多非一個人，而是一個販賣某種商品或服務的商店、

公司或工廠，以及官方機關或社會團體，因此一個用戶單位中使用電話的人數可能更多。由此可

知，即使非電話用戶，因為職務關係可能時常使用電話。若再加上公用電話及呼出措施，使用電

話者的範圍又更加多了。總之，日治時期人們生活內容受電話的影響是遠高於用戶數量所呈現

的。曾立維，〈殖民地臺灣電報、電話通訊網的建立及使用數量的分析〉，收入川島真、松永正

義、陳翠蓮主編，《跨域青年學者臺灣史研究》，第 4 集（臺北：稻鄉出版社，2011 年），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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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關於電話與電報的比較方面，作者在緒論中提到對臺灣各地而言，電報不

一定早於電話，有時某地是先有電話，後有電報，並以 1927 年臺中州二水庄為例，

指出當地先有電話通訊，再建置電報通訊之情形。然而，二水郵便出張所早在 1912

年 3 月便同時開辦電報、電話業務，至 1914 年 4 月開辦一般民眾加入的電話交換業

務。13 事實上，郵局成立之初通常先進行郵物的發送業務，一段時間後兼辦電報、

電話業務，之後才接著辦理電話交換業務。因此，一地設立郵局，未必等同於有辦理

電報、電話交換事務，其辦理業務的先後順序，為「郵物→電報、電話（指局內設公

用電話）→交換電話（指有電話用戶加入）」。14 而且日治前期會因線路不足而採取電

報和電話共用一條線的「雙信法」，15 也因此兩者常同時出現於郵便局業務中。但若

再細分的話，1906 年時全臺辦理電報事務的郵局有 95 個，而電話業務只有 49 個，

直到 1923 年兩者才同為 166 個，16 因此就優先順序來看，電報通常早於電話，而電

報網的普及也比電話網來得早。 

最後，有兩處似乎有誤或誤植。頁 187 提到警用電話長度由 1901 年的 298 公里，

增加到 1940 年的 24,007 公里，約占郵局線路的 1/3，但郵局電話投資金額遠超過警

用電話的 3 倍以上。不過 1940 年郵局電話線路總長度應為 149,275 公里，警用電話

線長度僅占約 1/6 而已，17 且書中亦未說明郵局電話投資金額的資料來源；另關於蕃

務本署的成立時間應為 1909 年 10 月，18 不過在頁 42 圖 4 內、頁 44、頁 117 都誤寫

為 1910 年 10 月。整體來看，即使有這些小缺失，但在這本書的研究基礎下，相信必

能為日治臺灣警政史及通訊史研究開創新的取向，也是一本相關領域值得參考的重要

著作。 

                            
13 「今回通信局，於臺中廳二八水郵便出張所，開辦電信電話事務。」〈通信事務開辨〉，《臺灣

日日新報》，明治 45 年 3 月 17 日，版 4；〈告示第三十號〉，《府報》，明治 45 年 3 月 12 日，

頁 65；〈告示第四十八號〉，《府報》，大正 3 年 4 月 3 日，頁 16。 
14 曾立維，〈殖民地臺灣電報、電話通訊網的建立及使用數量的分析〉，頁 167、203。 
15 吳政憲，《通訊與社會：日治時期臺灣「警察專用電話」系統的建立（1895-1945）》，頁 15。 
16 曾立維，〈殖民地臺灣電報、電話通訊網的建立及使用數量的分析〉，頁 169-171。這大概與成

本有關，如吳政憲在書中提到，電話要求的寬頻較高，高導電率與直徑較大的線材成本也較高。 
17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編，《臺灣總督府遞信統計要覽（昭和 16 年度）》（臺北：編者，1943

年），頁 83。 
18 藤井志津枝，《日本治理臺灣的計策：理蕃》（臺北：文英堂，2001 年），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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